
，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铃木大拙、道端

一、本论题的基点

近代中国（约

唐以来中国佛教文化的又一次重要发展。

年）佛教文化的新变化，是继隋

它是中国传统佛教文

化，在逐渐自觉地适应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过程中，艰难而曲

折的蜕变与更新，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佛教的优良传统，同

时也富有成效地进行了创造性建设中国佛教现代新形象的历史性

尝试。因此，它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佛教文化如何面向未

来、走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民国时期

良秀等人就已经来华考查中国佛教状况，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佛

教史迹与现状的作品。与此同时，中国的佛教学者如巨赞、乐

观、靖居、大醒等人也相继发表了一些评述当时佛教状况的论

著。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探讨近代中国佛

年。年至本文所谓民国时期，时限均指

本文所谓近代中国佛教主要是指西藏、西北地区藏传佛教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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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已涉

教历史问题，不仅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而且也是十分珍贵的第一

手史料。

年代以来，美、日、台、港和大陆学者对于近自本世纪

代中国佛教的历史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绩。

及到近代中国佛教的教制、教史和教理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关于

太虚、杨文会、胡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杨

度、汤用彤、熊十力、圆瑛、印光、弘一等著名人物的佛教活动

和佛学研究方面，发表的论著较多。这些都为进一步开展近代中

国佛教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

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缺憾：

其一，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勃兴与发展，是僧俗两界和社会

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已有的有关研究论著明显地表现为

重在家、轻出家的倾向。近代佛教中的许多高僧大德，如来果、

月霞、虚云、谛闲、法尊、宗仰、应慈、倓虚、常惺、巨赞、

震华、大醒、芝峰，等等，对于近代中国佛教僧伽制度的革新和

佛教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在当时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彪炳千

秋的历史贡献，而他们常常为研究者们所轻视或忽视。此外，许

多重要的在家佛教人物和佛教学者仍然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

重视，如唐大圆、张化声、韩清净、文廷式、丰子恺、史一如、

缪凤林、刘仁航、梅光羲、王一亭、戴季陶、黄忏华、蒋维乔、

王小徐、王恩洋、周叔迦、温光熹，等等。这些佛教人物和佛教

学者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比研究者们所热衷的

人物逊色多少。只是人们抱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将他们轻视或忽

视了。

参见附录中的参考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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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现状的记载。这方面只有少数美国学者注意到其史料价

还有一些近代编撰的各地山志、方志、寺志等，也是近代

其二，晚清民国时期的佛教史料极其丰富，就我本人已知道

的情况看，仅民国时期的 年间，大陆出版的佛教报刊已达

多种，其中像《海潮音》《内学》《现代佛教）《佛学丛报）

《觉群周报》等有较大影响的，至少有数十种。这些都是研究近

代中国佛教史的第一手重要史料。除了太虚和印光等少数人物的

论著后来结集出版外，绝大数人物的作品仍保留在初始发表的报

刊之中。令人遗憾的是，已有的研究论著除了极少数征引过一两

种或三五种近代佛教报刊以外，绝大多数论著竟无一征引。另

外，在中央和各地方档案馆中，都保存着数量不等但总量十分可

观的晚清和民国各级政府有关佛教问题的重要档案。这些原始档

案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已有的研究论著几乎没有涉

及。再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协文史办公室都编辑出版了

数量可观、参考价值较高的有关近代佛教人物和事件的回忆文

献，这也是研究者们所轻视或忽视了的。当然，在来过中国的近

代西方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中，也有不少他们眼中的近代中国佛教

若

值

佛教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注意的就更少了。

其三，在各种关于近代中国佛教历史问题的论著中，以探讨

近代佛学思想为主题的占绝大多数，如上面提到的那些为研究者

们所热衷探讨的著名人物及其佛学思想，几乎成为所有有关论著

的主要或全部内容。虽然各有千秋，但是，它们几乎都是对一个

个具体人物的佛教活动和佛学思想进行较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很

和《佛教在中国的复兴》等论著中就利用了这方面的史料。制度》

① 在其所著《近代中国佛教如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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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法除了实践修行外，大都是以非佛教的方式

难使人对近代中国佛教思想有一种较全面而深入的把握。比如

说，论者几乎都把面向现实人生作为近代佛教的重要特征加以重

点论述，然而中国佛教从古代传统走向近代的内在思想理路如

何？近代佛教面向现实人生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进程如

何？等等这些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的阐释。其

实，近代佛教思想又何止关注现实人生问题，近代政治问题、科

学与迷信问题、宗教和哲学及文化问题等，都是其关注的重点。

论者虽然在论述各个人物的佛教思想时或多或少涉及到这些问

题，然而难免零散或片面。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开展近代佛教历史问题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因各种主客观原因，它们所留下的诸如

上述的种种缺憾，也给予我们难得的经验与教训。我的这篇拙

文，正是以此为起点。

二、本论题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近百

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佛教历史问题开展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据

吴汝钧先生归纳，主要有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

法、哲学方法、维也纳学派方法、京都学派方法、实践修行法和

白描法等。

来探讨佛教历史问题的。这种非佛教式的研究虽然大大拓展了佛

学研究的思路，产生了大量的“现代科学”成果，但是，不能否

认，其中不乏非佛教式的“门外谈”。

归纳是否合理，尚值得商榷，因为至少还应加入马克思主义方法。

年版。此种参见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台湾学生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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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 ，也不乏强

页。

俗话说：旁观者清。若从字面上去理解，意谓局外人亲眼所

见局内事一定是清楚明白的。事实上，眼见虽然清楚，但不一定

真实。不是还有一句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吗？所谓

内行，并非仅仅懂得某些佛教历史事件或一些哲学理论等，而是

要能真正把握住佛教的根本问题和佛法流播的基本原则。实际

上，真正合理的科学研究，并不是执拗地使用某种所谓“符合现

代科学规范”的研究模式，而是追求真实合理。拿佛教的话来

说，就是要“如法”。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实事求是原则，也就是这个意思。

引者注）称之为般若直觉的的能力”的前提下，却“着

当然，我并不是说，只有采取修行实践法才能真正把握佛教

的根本问题。当年铃木大拙就曾批评胡适在没有“先获得我（指

铃木

引者注）所外现的一切”，实是“根本手去研究它（指禅学

不知禅为何物”。此种“对禅的本身尚且没有讨论的资格，更不

必说去讨论它的诸般历史背景了”

宏就认为：调此种方法的，如明末云栖

大藏经，所诠者不过戒、定、慧而已。然阅藏者，二种

过失：一者执文字而迷理致，二者识理致而不会心。徒废光

阴，只成缘种耳。若能体达戒定慧熏修，则一大藏经教，所

谓念念常住，即念百千千亿卷经者此也，亦复识此戒定慧，

即是念佛法门。⋯⋯如是念佛，即是戒定慧一也，何必随文

年版，第

铃木大拙：《禅：敬答胡适博士》，《禅宗：历史与文化》，黑龙江

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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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欲入涅槃时语诸比丘：从今日应依法不依人，应依

义不依语，应依智不依识，应依了义不依未了义。

阅此藏经？逐字，

此 方法当然有其优越性，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大。比如说，

它将一切无所谓佛法修行实践的人都排斥在外，似乎只有坐禅或

念佛的教徒才能研究佛教，甚至连佛教徒也根本用不着去进行历

史研究。再说，真有所谓修行实践的人，如果执迷于他自己的理

解，也不一定就真正能把握佛法的真谛。

佛教研究也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研究。基督教的重

要理论基石是亚里斯多德哲学等西方理性主义，而佛教基于佛陀

的教诲。因此，《大智度论》云：

这也就是说，真正的佛法不能依持于某个人、或经典字句、或世

俗之见、或随机所说之法，而是佛教的根本观念，是佛陀的智

慧。

因此，开展佛教（尤其是教理、观念）的研究，对于没有所

谓修行实践的非佛教徒来说，首先应当对佛法或佛教具有一定的

“了解之同情”，而不能带着有“色”眼镜，应当把佛教或佛法当

作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当中一种合理的文化存在形式。另一方面，

对于有所谓修行实践的佛教徒，尤其是出家修行的寺僧来说，也

《大智度论》卷九。

页。年版，第

册，中华书局卷第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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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法）应该说是原始佛教

不应当拘泥于某种特殊的修行实践方式而一概排斥教外真诚关心

佛教或佛法的有识之士以他们的方式来研究佛教历史问题。佛陀

在世时并没有执着于某种单一的修行实践方式，他也没有告诫佛

门弟子必须执著于某种特殊的修行实践方式。他总是随机说法、

随处修行。因此，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自利利他之行，又何尝

不是修行！

要研究佛法或佛教的历史问题，就必须了解佛法的根本观念

和演进原则。佛教的根本观念就是以缘起说为中心的“三法印”，

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法印”意即标志、准则。

“三法印”即指佛法区别于其他说教的三大根本标志或准则，因

而是佛教特有的根本观念。不仅如此，佛法的演进，也必须以此

“三法印”为基本依托。历史上所形成的诸多法系和宗派，都不

过是依此根本观念而作出的种种适应不同时机的阐发。正是由于

佛教在不同时期、地域和社会文化背景中依其根本观念而有种种

适应时机的阐发，从而使佛法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而更加圆满。

梁漱溟先生晚年在评价大乘佛法的时候就曾明确地指出：

十分可惊的的一大发展

变化，它表现为一大翻案文章。⋯⋯但实则是翻而不翻。大

乘佛法正是建立在原始佛法之上的，既不是离开这一基础，

却又反过来指点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在实

践上菩萨不住涅梁，不舍众生，原本是出世问法，却又出

而不出，不出又出。我们可以说，若没有大乘佛法，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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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不圆满的。

这也说明了佛法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仅要根依于佛法的根本观

念，同时还必须适应时机。这也就是所谓佛法演进的“契理契

机”原则。它是佛法在文化历史长河中一直能够“常新”的根本

保证。

关于佛法的“契理契机”原则，太虚法师有过精辟的阐释。

他说，佛法所应契合的常理，是佛陀所体悟的真实之理。但是，

他又指出：

若不随顺世间巧施言说，以应其时而投其机，则宜于此

者或失于彼，合于过去而不合现在，故佛法有适化时机之必

要。夫契应常理者，佛法之正体；适化时机者，佛法之妙

用。综斯二义，以为原则，而佛法之体用斯备。若只应常理

而不适化时机，则失佛法之妙用，适化失机而不契应常理，

则失佛法之正体，皆非所以明佛法也。

这说明契理契机原则，是把握佛教历史问题的根本原则。

不过，佛法演进的这一“契理契机”原则，并不意味着佛法

的发展，是排斥其他善法的。事实上，佛法的产生，就是释尊自

觉吸收和改造了当时流行的婆罗门教思想和其他思想的结果。而

对于注重利他的大乘佛法来说，也是在融摄了世间善法的基础上

页。年版，第《佛乘宗要论》，上海佛学书局

页。

年，第《佛法大意》，《什么是佛法》，中国佛教协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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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太虚法师就曾针对当时的佛学研究状况明

才充实和圆满了佛法的。因此，印顺法师特别指出，真正的佛

法，除了佛的法、佛弟子依释尊本教所觉所说的法，还应包括

“融摄与释尊本教不相碍的善法。”“千百年来流行于人间的佛法，

即契合这三者而构成。”对于第三种善法，他说：

婆沙论》），实在不够了解佛法！在佛法的流行中，

释尊说：“我所说法，如爪上尘，所未说法，如大地土”

（《升摄波经》）。这可见有益身心家国的善法，释尊也多有不

曾说到的。释尊所觉证而传布的法，虽关涉极广，但主要是

究尽法相的德行的宗教。佛法是真实的、正确的，与一切真

实而正确的事理，决不是矛盾而是融贯的。其他真实与正确

的事理，实等于根本佛法所含摄的、根本佛法所流出的。所

以说：“一切世间微妙善语，皆是佛法”（《增壹阿含经》）。

这可见，“著文沙门，执著文字，离经所说，终不敢言”

（《大

融摄与释尊本教不相碍的善法，使佛法丰富起来，能适应不

同的时空，这是佛法应有的精神。

这种“佛法应有的精神”，实际上充分体现了佛法演进的“契理

契机”原则的开放性与融贯性。这种开放性与融贯性，使我们在

研究佛教（尤其是佛法观念）的历史问题时，必须打破对佛教根

本观念的迷执，努力避免对“契理契机”原则的狭隘理解，清除

佛法与世间善法之间的人为界限。

早在

页。

年，第印顺：《佛法概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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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确指出：

梦中、山谷等种种不经之谈，无智之佛教徒，亦

今世研究佛学者，大致可分二派：一、训诂派，二、义

理派。训诂派之研究，依诂训解释文句，然泥守陈言，少有

发挥。义理派之研究，类皆望文生义，穿凿附会。以是二

因，研究佛学者虽然，而佛之教理，茫昧难知如故。故今从

事佛学：一、应研究立说者之地位及立说者之思想，与当时

所流行各种学说之关系；一、应研究教理发展之程序，及因

袭推衍之途径，与变迁沿革之因果；三、后世传承佛教者，

每有误会教理之弊，故学者必持依法不依人之态度，而辨别

后人对于教理之误解，于佛说亦认识其为了义与不了义；

四、佛教在流传上亦有为后人改易加入者，宜慎辨别。乩坛

所传与得

多承认为是而信从者。

此处所谓的训诂派方法，类似于上面谈及的文献学方法和考据学

方法。此处所谓的义理派方法，类似于上面谈到的思想史方法、

哲学方法、维也纳学派方法、京都学派方法和白描法等。

代欧阳竟无所提出的“结论后之研究”法，虽然容纳了文献学法

和考据学方法，但是，他特别强调“六经皆我注脚”的义理派方

法，即“从亲证法尔入手，则十二分教皆我注脚。”

太虚所提出的上述主张，为我们有效地开展近代中国的佛法

页。第

年版，黄夏年主编：《欧阳竟无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年版，第《太虚文集》，台湾文殊出版社

第 10 页



去探讨中

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期，第 页。

观念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基本思路。后来，他的学生印顺

法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方法。印顺指出：

字、制度）的方法，主要是

“以佛法最普遍的法则，作为研究佛法（存在于人间的史实、文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

静

。”

。”这是“研究佛法者的究极理想。”“诸行无常”，就是要

“从佛法演化的见地中，去发现佛法真义的健全与正常适应”。

“诸法无我”，“就是不固执自我的成见，不（预）存一成见去研

究”。他还说，“要重视其宗教性”，“重于求真实”。总之，“真正

的佛学研究者，要有深彻的反省的勇气，探求佛法的真实而求所

以适应，使佛法有利于人类，永为众生作依

我们虽然不必完全苟同于印顺“为佛法而研究”，但是，我

们也完全不必为“反佛法”而研究。只要我们从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实事求是原则出发，就不能不“重视”佛教或佛法在历史上

作为一种合理的文化存在形式的“宗教性”，并自觉地以“不

（预）存一成见”但必不可少地带着我们的“主见”，

国“佛法真义”在近代历史演化中的“健全与正常适应。”

当然，我们在考虑到佛教或佛法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特殊性

的同时，还应当扩大视野，将佛法的演进放到东亚历史之中，甚

至将佛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放在同样或是相近的历史进程之中，通

过比较考察，发现其间的异同之处，再加以分析，或许能够得出

若干有意义的启示，这无疑会使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更深入一

《印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黄夏年主编： 年，第

页

《

下册，附录，中华书局 年版，另参见拙文《哲学史二重性格的双向透

年第

参见金岳霖：

视》，《中州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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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华民族在这短

步。在这方面，西方和日本学者已取得过不少成绩，但是，他们

的重点通常放在古代，近代历史转型期的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和

西方基督教等的比较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需要我们去进行开

拓与深入发掘。

近代中国社会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这里开

始，中华民族要告别持续了数千年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

构，同时也要尝试建构新的历史格局。著名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

生曾比较恰当地称之为“新陈代谢”。

年中，各种新的、旧的、东

暂而又漫长的“新陈代谢”历程当中，以种种丧权辱国的沉重代

价，艰难而又曲折地前行着。在

方的、西方的东西，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交汇、冲突、融合，演

奏了一曲人类文明史上极其悲壮而罕见的交响乐。它充满了水与

火、血与泪、死与生。它让世界重新了解了中国，也让中国重新

了解了世界。

大潮，以坚船利炮为先

就在这曲极不平凡的交响乐声中，中国人民不仅逐渐重新认

识了世界，而且也逐渐重新认识了自我。当时，一股以资本主

义、人本主义和科学、民主为主流的狂

锋，从西方到东方，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

版。

年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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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谭嗣宿，

亡 。”当 的中华晚清帝国的官民们无可奈何地接受扑面而来

的严酷事实时，他们很快把目光也同时转向过去，盯在了数千年

的传统文化上。他们发现，儒学是中国文化和专制统治所赖以维

系的根基，虽陈旧尚可修补，而佛教不仅追求逃禅避世，无益于

社会；而且蛊惑迷信，显背新潮。更有甚者，寺僧坐食终日，庙

堂藏污纳垢。而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很注意兴办新式教育和

其他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因此，对于佛教，不如强行提拨庙产，

兴办新式实业与学校。于是，在清末的全国各地掀起了“庙产兴

学”风潮。这场运动的鼓动者，既有张之洞等

它使本来就破败不堪、岌岌可危的中华佛教，犹如同等先进。

屋破又遭连夜雨，已是生命垂危。

与此同时，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

民初虽有民国宪法和寺庙保护条例的相继颁布，但是，辛亥

革命和军阀混战，都给佛教界带来很大的破坏。民初基督教在中

国得到迅猛发展，一些基督教人士明确提出中国的宗教只是盏破

灯，已不能适应现时代的需要了，因此，他们认为，应当以基督

教代替中国传统宗教。

年代中期至抗战

化运动，更是对已不能适应新时机的佛法观念以沉重打击，并预

示着更大规模的排佛浪潮即将到来。于是，

前夕，各地以反迷信、兴科学为由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庙产兴

学”运动，佛教在稍有恢复之时，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随

页。版，第

年参见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台湾文殊出版社

页。年版，第

报贝元征》，《仁学》，辽宁人民出版社台短书谭嗣同：《思纬

页。年，第北人民出版社

劝学篇书后》，湖设学第三》，《劝学篇张之洞：《劝学篇》《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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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 夏曾佑居士甚

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继爆发，佛教界所遭受的打击就更不

言而喻了。

在国家和佛门都深遭内困外迫的严酷境遇当中，也是在社会

上人们对世界重新认识并重新反省自我的浪潮影响下，一批又一

批先进的佛门弟子和关心佛教的社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新

佛教、适应社会，从而振兴佛教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他

们在认识到对教制和教产等方面实行改革的同时，还特别针对社

会上对佛法观念不能适应、甚至完全背离时代的发展要求的种种

批评，认为必须对教理 佛法观念进行适应时代的全新阐发。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佛门先进和关心佛法的社会有识之

士，主要是针对当时佛教在社会上所受种种责难而进行辨驳，阐

明佛教对现世的有用性和存在的现实合理性。最早力辟俗见、阐

明佛法有益于现世的，可能是清末佛教文化中兴的领袖人物杨文

会。他在十九世纪末明确反对“庙产兴学”等摧残佛教的作法，

认为“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而佛教的“度他不

休”弘愿，乃“救世之方”，“并非虚无寂灭之谈”，实远胜于其

他宗教，因此假“使人从深信善恶果报”，“则改恶迁善之心，自

然从本性发现，人人

引者注）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同前）之理大明，必不

至针对当时有人将国家贫弱和遭受外侵之祸，归咎于佛教蹈空之

理，明确指出：“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民人太不明宗教（佛

教

足以图治也。”

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宝

页。册，第卷第《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

页。册，第卷第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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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页。

宋恕则认为：“近年所谓新旧两派，

也，无以逾之矣”，

瑄、宋恕等，也都积极响应。康有为盛赞释尊，是“人道之至仁

并在集中阐发其社会政治理想的（大同书）

中，自觉吸取佛教思想中的平等、自由和戒杀等观念。谭嗣同虽

“慈悲为心力之实体”

不满当时的寺院佛教，批评佛教末流求合空寂，但对“佛法以救

等思想甚为赞赏，认度众生为本根”、

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微尘世界”，

为“佛教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日球星球、尽虚空界无量

并以佛学作为其建构“仁学”

体系的基石。梁启超批评那些责难佛法的人，其实并不真懂佛

一！”

学，因为“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岂区区末学所能窥其万

他认为佛学讲兼善、讲智信、讲自力、讲平等，“切入人

孙宝瑄以事，征于实用”，对于振兴中国社会政治极有价值。

日本近代佛盛国兴之事例，驳斥所谓“中国亡于佛教”论，认为

“此皆浮妄不究事理之论。”

交攻儒、佛，使俗益坏，祸烈洪猛”，主张儒、佛均有益于德育，

不可废弃。

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清末改良思想家，虽

然为拯救佛教的积极思想而呼号，并采摘佛教的积极精神融入他

年版，第

年版，第 页。

年版，第

谭嗣同：（大同书》，辽宁人民出版社

谭嗣同：《仁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页。

页。

页。

谭嗣同：《仁学》，第

谭嗣同：《仁学》，第

页。

谭嗣同：《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册，第

页。同上书，第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页。年版，第《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

卷第

第 15 页



年出狱东渡，章太炎

们的思想体系之中，甚至如康有为“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

谭嗣同以义举实践佛说，等等这些，在当时对于校正人们对佛法

观念的不合理认识，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佛

教界的开明之士和关心佛教的有识之士来说，也提供了有益的启

迪。但是，康有为们在当时并非站在佛教的立场，也无意于推动

佛法观念适应时代，契理契机地进行形态更新。他们只是利用佛

教中的某些内容，为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服务。

晚清资产阶级革命家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和积极支持革

命的苏曼殊等，也都大力宣扬佛教思想有益于现世社会。蔡元培

以《佛教护国论》为题著文，批评唐宋明儒对佛教的攻讦，借以

批评时人对佛教的种种责难，认为佛教之“最精义”，就是“禁

肉食、推戒杀义”，倡导爱教护国。

在随后发表的《建立宗教论》等文中，进一步说明

在东京留学生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佛教最重平等，”

“最恨君权”，极力主张“要用宗教（佛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

的道德。”

乌目山僧黄宗仰是清

了为发达社会而复兴佛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在与苏曼殊合

写的《告宰官白衣启》一文中，全面系统地批驳了各种对佛教的

责难，力主佛教有益于社会革新的观念。

末著名革命家，他谙熟佛教积极精神，明确指出：

①

②

③

④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蔡元培选集》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

年版。上海中央书店《告宰官白衣启》，《苏曼殊全集》

号。

页。

年版，第

页。年版，第

当泯 之世，居淹缄老血之邦，群盲可哀，沉沦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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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则将奚从以措救乎？日道在张我佛如来之正法而已

矣。

蔡元培等人也曾针对佛教积弊和时病，提出了适应时代的一

些改革措施，诸如革除经忏佛事，取消衣钵传承制、实行公选住

持僧制，兴学育才、显扬佛教真理和学习日本真宗的一些作法，

等等。虽然，在他们当中，章太炎已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新宗教

（佛教），以增进国民道德的设想，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

这种努力，正如唐文权先生所言：“归根到底，是一种借题发挥。

他高张勇猛无畏、救度众生的佛

义的表达。”

，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主

因此，他和蔡元培、黄宗仰、苏曼殊，与康有为

等人一样，虽然为拯救晚清佛教，作出了诸多适应时代的努力，

但是，他们所触及的，主要是教制和法事方面的，还没有真正自

觉地认识到如何契理契机地建构新型佛法观念。

年的辛亥革命，以其划时代的巨大冲击波而震撼寰宇。

它不仅唤醒了许多沉睡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且也开始唤醒中国的

佛教寺僧。曾亲身耳闻目睹广州黄花岗起义，并深为感动的青年

僧人释太虚， 在清末维新和革命风潮的影响下，逐渐萌生了

页“案语年版，第大师年谱》，台湾正闻出版社

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见印顺编：《太虚

他当时曾写诗颂赞黄花岗烈士们的悲壮义举：“南粤城里起战争，

年版。启》，《苏曼殊全集》，上海中央书店

如何适应时代地建构新佛法观念。见其与苏曼殊合写的《敬告十方佛弟子

页。其实章太炎明确提出过佛教革新方案，只是其中未涉及年版，第

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① 页。唐文权、沈潜编：《黄宗仰集》，稿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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